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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符号间性分类的初步准备
12
 

约伦·索内松/文 

杨蓝/译 彭佳/校 

 

用一种符号学方法进行翻译的特殊性通常通过两句名言体现出来，这两句名言分

别独立，但通常可以整合在一起，其中一句出自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

另一句则出自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第一句在雅柯布森

（Jakobson’s 1959: 233）对术语“翻译” 的扩展性补充中表现出来，超越了他一直称

道的“严格定义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 ，即“用另一种语言来解释一种语言符

号”。除此之外，雅柯布森还提出了其他两种翻译类型：“重写”，即“用同一种语

言的其他符号来解释该语言”；“变换，即“用非语言符号来解释语言符号”。接下

来，我们将进入第二句用语。 

该模式也可称为隐喻，毋庸置疑，它取得了具有创造性的成就。就其意义而言，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麦克思·布莱克（Max Black 1962）发现了以下两种观点：发现新

事物的过程及其方法和创造新事物的过程及其方法。在此之前，一直没有人发现该两

者之间的相似之处（see also Ricœur; Sonesson 2015a）。隐喻很有可能是一个研究领域

的起源。然而，如果该研究领域将取得丰硕的成果，那不可能仅遵循于这一个发现。

这就是我在近期发表的论文（Sonesson 2014a,b）中提出以下建议的原因：我们是时候

进一步使用隐喻了，也是时候讲清楚这三种符号体系间行为的差异了。丁达·戈尔莱

（Dinda Gorlée 2015）在近期出版的一本书中清楚地表达了与我完全对立的观点。她试

图把她所称的“引号中的‘翻译’”（2015：9）与雅柯布森的“严格定义的翻译”

（即不用引号的翻译）区分开来。此外，戈尔莱还提出了“转导”，似乎与雅各布森

所提出的“变换”相对应（在索内松[Sonesson 2014b: 268]发表的论文中又称其为‘移

位’）。3 

这与戈尔莱（Gorlée 1994）、苏珊·佩特里利（Susan Petrilli 2003）及彼得·特洛

普（Peeter Torop 2003）一样引人注目。在众多学者中，他们是我要批评的，批评他们

忽略了超越这些符号体系间行为的相似之处，忽略了去探究它们是如何不同的。在向

这一成就致敬之后，我也想借此机会详述我认为在戈尔莱著作中原隐喻所留下的残余

 
1 丁达•戈尔莱（2015）的评论。《从翻译到转导：符号间性的本质》。塔尔图。塔尔图大学出版

社。 

2 原文：Sonesson, G. (2017). Preliminaries to a Taxonomy of Intersemiosis. Punctum, 3(1), 119-131. 

3 对于相似并互补的观点，请参阅贾（2017），但这并未考虑到戈尔莱最近出版的书籍，也未考虑

我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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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同时也想从戈尔莱所提出的观点中得到一些启发，这些观点可能有助于推动基于

“引号中的‘翻译’”翻译符号学的研究。 

 

1.基本符号过程内部的“翻译” 

人们可以依靠戈尔莱（Gorlée 1994；2015）的文章去深入钻研各种各样的皮尔斯

语录。在文章中，戈尔莱非常擅长引用皮尔斯语录，包括那些来自只能在布卢明顿为

了获得稿源而饮酒的少数人中才能获得的引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尔莱的新书，

就像她早期发表的那本书一样，是那些想要尽可能找出皮尔斯真正想要表达什么的研

究者的源泉。换句话说，戈尔莱的新书早已具有价值，它可以说是解释皮尔斯语录的

随身手册。然而，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我只会采用 “引号中的‘翻译’”研究所做的

贡献，即广为人知的符号间性研究。 

当然，戈尔莱把翻译研究与对皮尔斯哲学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是有理可循的。确实，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in Sonesson 2014a,b），在雅柯布森所提出的隐喻允许通过目

前的符号学方法去认识符号间性之后，第二句用语源于皮尔斯的论点，即一个符号的

意思是把对该符号某部分（包括代表、对象、解释项）的“翻译”（此处有引号）与

其他符号相结合的过程。 

在戈尔莱的书中，通常情况下，这个想法从根本上被限制为将解释项的“翻译”

成其他解释项，等等。不论皮尔斯描述的现象是什么，它在雅柯布森提出的任何一个

广泛含义中都不能用翻译来识别。在到如今也堪称经典的一篇文章中，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67）用皮尔斯一系列的解释项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解释，

接着德里达选择将其推广至全世界（尽管其目的不只这一点：见索内松[see Sonesson 

2015b]）。泰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 1997），同样从皮尔斯一系列的解释项出

发，没有了解它就得出了结论，提出了与索绪尔语言学（See Sonesson 2006）无法区分

的语言观。他们可能并没有完全错。 

事实上，皮尔斯所指的翻译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也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含义。翻译

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其中有的是基于语言系统层面的含义，也有的是基于某种

特定的言语情境而产生的含义。首先，翻译的含义可以根据索绪尔提出的理论-横聚合

段和纵聚合段的二元性来区分，要更具体的则可参照叶尔姆斯列夫的具有明确语法意

义的理论；广义上的“语义场”在德国古典语言学中更多的是指一种语义概念；总的

来说，语言结构由关系网络组成，就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言，语言结构是所指

和能指修辞格的真实性。上世纪六十或七十年代诞生了乔姆斯基的形而上学论，如果

你是该理论的信仰者，你甚至可能在此基础上加入所有相关的理论，包括表层结构、

深层结构、转换、过滤、制约条件及你自己的理论，但在近期针对形而上学论的实例

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少之又少。当然，所有的含义可能都来自一个具体情境和/或上下

文中的一个特定语篇，该语篇可能以简单的关联性实例展开，这些例子可通过逻辑推

理法得到，也可从社会共享或或多或少的人际交往中得到。也许皮尔斯的翻译理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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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上提到的所有案例，但随后需要对其进行区分。据我所知，普通语言学在研究语

言意识内部的这些不同“翻译”方法之间的差异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在其他符

号资源中应该能找到相似的案例），但即使是基于相当经典见解的以上描述也比皮尔

斯的“翻译”概念更进一步。 

显然易见，皮尔斯的翻译概念要比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更基础。当然，皮尔斯的

翻译概念可以通过改进使“翻译”这一术语在一般的语言意义上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

概念，这是可想而知的，但在我看来，戈尔莱在她的书中并没有设法这样做。用皮尔

斯的话来说，不要停止探究，我们需要寻找出皮尔斯的作品集之外的一个更大的研究

领域，探究我们是否只是为了理解皮尔斯所设想的“引号中的‘翻译’”，或者探究

我们是否想要掌握雅柯布森提出的“严格定义的翻译”、“重写”及“变换”彼此之

间的差异。 

 

2.语言之间：翻译与符号翻译 

人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戈尔莱引号之外的翻译与雅柯布森的“严格定义的翻译”

是一回事。然而，该书的第二章节（p.20ff）中提到翻译已有定义，只有被取代

（p.25f,28ff）才是“符号翻译”的概念。戈尔莱（Gorlée 2015：20）称：“翻译是理

想的目标，它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对等的文本材料来完整并单向地再现一种语言的源文

本材料。”显而易见，这样的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因此必须转导为“符号翻译”。戈

尔莱以多种方式试图限制‘符号翻译’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皮尔斯的“准心灵”

中的“不完美”拟符号过程中，皮尔斯不是追求逻辑第三性的“完美”符号/…/，而是

将其变得柔和（或弱化）。然而，它只有在文本中才取得进展，戈尔莱谈到翻译是一

种试推法，她根据皮尔斯的情感解释、能量解释及逻辑解释把符号翻译与转导结合起

来，如此一来，这种区别开始变得有意义。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即考虑到现实世界的严酷，或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符号学本

身，如何将符号行为的“理想目标”与其已实现的实际可能性分开。当然，这里没有

简单的方法可以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正如我提到的那样（in Sonesson 

2014a,b），当不同的符号资源都聚在一起时，这些困难会变得更大。但是任何一个翻

译（严格定义的翻译）的目标持续在两种尽可能地采用不同符号资源的文本之间建立

一种特别紧密的对等关系，那么符号翻译就与翻译是一回事；或者符号翻译是另一种

有不同目标的符号行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有理由认为或许戈尔莱至少有时会

打算采用后者的解释（但正如后面的章节提到的那样，符号翻译可能会逐渐变为转

导）。确实，这可能是真的，正如托马斯·蒙克（Thomas Munck 2000:4）所提到的那

样，十八世纪的翻译人员总是不去追求“准确”，他们可能更多地作为调解者去让一

本原著适应某些特定读者的心态。在中世纪，即使抄袭一篇手稿也无法通过其评论与

原稿明显区分开来，这一点不足为奇。中世纪著作《曼德维尔游记》一发表就被迅速

翻译成至少十种语言，伊恩·麦克莱德·希金（Ian Macleod Higgins 1997）对其不同的



80 

 

翻译版本进行了详细研究，正如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的确，译者（人数甚至比使用

同种语言的抄袭者还多）在文本中添加整个故事也没有问题，他们压制文本中的其他

内容，甚至改变文本中观看事件的意识形态（比如当时的宗教立场）。据我所知，对

于当时伊恩·麦克莱德·希金认为“翻译”意味着什么，及上述译者的译法是否适用

于这种文本，甚至在文本中经常不出现人物名，这些都没有记载。不论使用什么术语，

那时的翻译理念明显不同于当代翻译。并且，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关键任务

应该是通过翻译重建我们现在的意思。 

在其他文章中，我也提到过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双重的语言传播行为。为了掌握翻

译的本质，我们必须从这种语言传播行为的某种特定思想入手，这一点我在其他文章

中提到过（see Sonesson 1999; 2014a,b）：根据这种双重的语言传播行为，接收者（读

者）也是能动的主体，他们必须把来自发送者（译者）生产（翻译）的人工制品（译

文）具体化为一种感知；在一种言语传播行为中，接收者通过处理获得的解释中任意

两部分的资源将其部分重复，因此，为了让这种言语传播行为获得成功，接收者将必

须找回其他所有剩余的资源，或者找回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发送者与接收者处

于不同的文化中和/或使用不同的语言，这种言语交际、传播会变得更加困难，更不用

说两者用不同的符号资源了；对于双重言语传播的三个参与者来说，这一点毋庸置疑。  

显而易见，鉴于这种传播模式，译者必须成为双重的能动主体，既要充当解释者，

又要成为一个新文本的创造者。他或她在其中一种言语传播行为中是接受者，那在另

一种言语传播中就是发送者。因此，尽管可能程度不同，但任何适当的翻译都需要考

虑两种发送的语境和两种接收的语境。第一个发送者的语境来自原语言者/原作者，第

二个发送者则来自译者本身。同样地，第一个接收者的语境来自翻译文本，第二个接

收者的语境则来自译者本身。 

对于存在双重言语传播行为的情形，在适当的情况下，两种言语传播的内容应该

通过这两种行为能完全相同，雅柯布森称此为“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但基于

不同的原因，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整个过程中，译者尽可能地把相同的含义传递给

读者，读者再处理这些不同和/或有限的知识。翻译本身由尽可能地传递相同思想这个

目标所引导。其他符号学行为也是存在可能性的，但如果这些符号学行为不遵循这一

规则，它们则不会构成不合格翻译的例子。 

虽然戈尔莱从没有特别清楚地提到过，但她（Gorlée 2015, 23, 59, 101ff.等）似乎

反复暗示，索绪尔由所指和能指所组成的语言概念应该会使翻译变得很简单，但这完

全是误解。教授我普通语言学的老教授贝蒂尔·马尔姆贝里（Bertil Malmberg 1971; 

1974）从不厌倦观察，他提到：鉴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概念，翻译应该是不可

能的；然而，翻译又是必需的4。戈尔莱（Gorlée 2015：69ff）明显也有相同的观点，

她在引用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后，还是低估了其重要性。然而，她可能会过度使用

 

4 西尔弗斯坦也提出了一个观点（2003：7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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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当她引用叶尔姆斯列夫的经典例子时，即“我不知道”在不同的语言中形成不

同，甚至在词语和词类的层面上也会不同，她（p.70ff）仅使用和延伸他的来自印欧语

系的例子。然而，根本的一点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跟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似

乎一样会导致一个难题，而当面对翻译任务时，为了显示除皮尔斯对此难题有解决方

案，最好建议戈尔莱从这个难题入手。然而，即使在这个案例中，她也不会完成任务，

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所见，皮尔斯的概念太过笼统而不能解释翻译本身的特殊性，更无

法解释“引号中的‘翻译’”。 

 

3.语言之间不同的符号资源 

从表面上看，戈尔莱（Gorlée 2015：9）通过转导很清楚的表达了其含义：“它涉

及的‘翻译’的平行并不适用于语言，而适用于涉及不同学科的教义、教育和情感方

面的非语言结构的媒介间性。”如果这个定义的后半部分相当复杂，那么在专门用于

转导的部分（Gorlée 2015：91ff）以及关于该术语的最终说明（Gorlée 2015：231ff）中，

情节变得更加浓厚。转导似乎可以通过翻译“从英文到中文的情书，从阿拉伯语到荷

兰语的合法婚姻合同，从古意大利语到现代英语的歌剧剧本”等内容（Gorlée  2015: 20, 

91）得以体现。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例子，之后我将提到：以上引入的这些案例都是

戈尔莱对讨论符际行为做出的重要贡献。但很明显，这些不是将一种符号资源转导为

另一种符号资源的情况；相反，它们使翻译变得更加复杂，这是由于对某种特定的社

会实践进行规划而产生的跨文化差异引起的。针对此情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混淆语

言与文化，这一点很重要：虽然墨西哥西班牙语与西班牙的西班牙语没有太大差别，

但文化习俗却大不相同，尤其是两者对于礼貌行为的不同理解（see Dunér & Sonesson 

2016）。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去找出区别翻译本身与雅柯布森所称的变

换间的方法。 

戈尔莱（Gorlée 2015: 17, 101, 109, etc.）在书中几处都提到一篇由迈克尔·西尔弗

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 2003）撰写的文章，其标题为“翻译、转导、与转换”。5在

这篇文章中，西尔弗斯坦对转导的定义（戈尔莱没有引用该定义）比起戈尔莱对转导

各种各样的解释似乎更加复杂，但它仍然可能让我们了解这个利害攸关的问题： 

 

重构源符号组织的过程（此处指的是在原始问题中，出现在源语言语境中有指称

意义的词语和表达）通过另一种语言在目标语境中的表达及可能通过有不同组织形式

且多种多样的符号形态得以呈现。（让我们暂时规定，一般情况下，源语言和目标语

言在多维度层面上是“相似”的。）（西尔弗斯坦 2003：83） 

 

 

5 戈尔莱还在书中参考了基恩的文章（2013.10）。基恩应用了西尔弗斯坦提出的术语，但他把该术

语应用到了更深奥的意义上：“从无形到可见，从非物质到物质，从明白易懂到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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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导”显然不一定是雅柯布森提出的“转换”。相反，就像

戈尔莱提出的术语“符际翻译”一样，西尔弗斯坦（和戈尔莱）定义的转导似乎被要

求去表明以下观点：正如马尔姆贝里所说，翻译，虽然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

必须的。或者，换句话说，虽然雅柯布森与埃科将香农—韦弗模式强加给了我们，但

翻译不像编码和解码，这些术语指的是用摩尔斯电码来代替我们平常所用的字母表，

还是用零和一来代替在电脑显示器上出现的任何事物（see Sonesson 1999）。这可以通

过希尔勒设计的“中国房间”思维试验的深层理念来完成，原因仅仅是因为有人已经

完成了这项工作，即制作一本房内文盲可以参考的书。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根据西

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3：91）和戈尔莱（Gorlée 2015：117ff）的说法，转导和转换

只是进一步远离作为转录且不可能实现的翻译理想目标，但这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翻

译（翻译本身）。 

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详细说明“严格定义的翻译”（翻译本身）

与雅柯布森提出的“变换”之间的不同，这非常有用（根据西尔弗斯坦，我认为这是

基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在多维度层面上并不“相似”’理念的转导）。正如安伯

托·艾柯（Umberto Eco 2004）所评论的那样，从语言到电影再到静态图片的“翻译”

必须在原基础上添加许多新的事实（人物的具体外观等）。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观察

到的那样（Sonesson 2014a,b），这句评语可以通过指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同样

适用的方面来反驳，这一事实无疑激发了西尔弗斯坦和戈尔莱也使用了对于该事物的

新术语。然而，显而易见，这种信息差异（比如一张图片和一段语言之间）必然会更

大。毕竟，从丰富的现实经验中选择相关的语言可能差异很大，但它总是在一个维度

上变化，而其他一些符号资源则是多维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我们只知道它是一种语言文本，引起了很多包括奥

森·威尔斯（Orson Welles）、黑泽明（Akira Kurosawa）和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在内做出的电影解读；当然，它也是许多戏剧表现形式的起源，其中大部分

都没有保存到现在，包括那些莎士比亚自己的公司所出的戏剧。那我们只需考虑标题

人物“麦克白”即可。将这个单一的人物“翻译”并展现出视觉形式，取决于许多不

同方面的各种选择：皇冠的种类，头部的形状，鼻子的形状，脸颊轮廓，眼睛的颜色，

胡须的种类等。当然，在电影院或图像中，你通常不会选择其中的许多参数（在某种

程度上，除了以上列项中的皇冠和胡须）：你必须根据剧中特定演员的名字来做一个

扩展的演员特征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对演员每个特征的个人选择是虚构的，

但某些选择可能比其他选择更重要，并决定了要选择怎样的演员。另一方面，在绘画

中，在动画电影中，或在看起来或多或少算普通电影但通过 3D 再现软件制作的电影中，

我们有可能会零零散散地选择人物的特征。对于电影原声经典，一旦你决定了演员，

你的大多数选择可能都会被设定好，但仍然存在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等来展示

他的问题，口头文本则不需要做出这些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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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语内转换不同，符际转换（在一般事例中）确实是一种双重的言语传播

行为，必须把两种行为包含的发送事例和接收事例都考虑在内。但对于“引号中的

‘翻译’”仍然存在其他问题。因为，至少在目前，尽管翻译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传

达源文本的含义，但很少有人能制作出完全基于一部特定小说的电影。相反，小说只

是新创作的托辞，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斯坦尼斯拉夫的《索拉里斯星》），小

说本身比起只为了进行新创作而被当作托辞的小说有更丰富的内容。这个例子可能与

画家为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作的插图有所不同，如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居斯塔夫·多瑞（Gustave Doré）等人

的画作，这些画作注定要依照但丁的《神曲》进行创作。在以上的所有情况中，我们

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要求区分对作品来源、对其他目的、及对或多或少无意识地对

当时生产产生的文化影响，当然，甚至是对个人的心血来潮，这也许能够解释这一系

列对相同的文学作品进行说明的图像之间的差异。 

  

4.在相同的符号资源之间 

戈尔莱似乎没有谈论任何由雅柯布森进行了区分的第二种“引号中的‘翻译’”。

尽管当她引用雅柯布森体系时提到过几次（有时，戈尔莱会混淆“语际翻译”与“语

内翻译”，这样的事太容易发生了； [see Gorlée 2015: 113]），但她从没有对其本质深

入研究过。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有时，如果我们可控的因素是观众，雅柯布森的

“语内翻译”则与翻译本身有相似之处，但如果我们可控的因素是指称对象，那两者

则完全不同（see Sonesson 2014a,b）。 

在语内转换的情况下，似乎不需要双重的言语传播行为，至少不需要任何包含额

外参与者的行为。首先，这一点似乎与翻译完全相反：在翻译中，你寻找一个新的表

达式，并尽可能地保持内容相差不大，而在语内转换中，为了使指称对象变得更加真

实，你替换一个新的符号，其内容部分保持不变，但其表达可能变得完全不同。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提及这种具有规律性的实例：当把指称对象的本质考虑在内时，

你需要寻找适当的术语。    

  然而，如果我们假设替换词语是为了特定受众的利益，比如儿童或对所涉及语言

掌握有限的外国人，则语内转换会与翻译更加相似。当在翻译时，这里具有规律性的

实例就是特定受众。你试图尽可能地传递相同的含义给对不同和/或有限制的知识库进

行处理的接收者。这仍然不是双重的言语传播行为。这里也没有双重的群众。即使我

们假设主体是根据他最初认为的意思进行“翻译”，他也不必考虑任何先前的行为及

其条件——这与真正的翻译有所不同。然而，从单词到语篇去扩展视角，“语内翻译”

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外环境和符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在感知情境中不作为

真实对象存在的事物必须被“翻译”（或转换）成语言，而被感知的对象可以，至少

一部分，被排除在“翻译”之外。不同的环境可能使“严格定义的翻译”（翻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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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首先是因为语外环境和/或符外环境可能不同，其次则是因为重复的规则可能

不同。 

这些是对所使用的表达式进行更改的两个原因，但这两个原因只基于相同的语言

和相同的符号资源之间。当然，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改

变和/或从一种符号资源到另一种符号资源的改变是否也可能取决于这些原因。从一种

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变化在群众中有其规律性的来源，这似乎相当明显，而不是对所

指对象或其他任何事物的充分描述，但可能还存在其他并存的目标。例如，我或许可

以在每种相对应的语言中与妻子讨论瑞典现象和墨西哥现象。对于从一种符号资源到

另一种符号资源的篇章来说，比如从写作到图像，它显然取决于著名的教堂壁画中扮

演“穷人的圣经”部分里观众的转变，但不能肯定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进行推广。一

些指称对象，或者是一些关于指称对象的信息，用一种符号资源比起用另一种符号资

源则更容易传递信息，这是错误的观点吗？当然，这是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964 [1767]）在《拉奥孔》中的主张，即时间对象能更好

地通过语言和图像中的空间对象呈现（see some criticism of this in Sonesson 1996; 2007; 

2014b）。 

 

5.“转导”的其他含义 

如果我们认为在戈尔莱最近的一本书中（Gorlée 2015:130ff）全面地提到了以上含

有转导的三个例子，并且如果在雅柯布森谈论变换的意义上采用这个术语（我谈论的

是换位），那我们很困难能在以下事例中识别出转导：亨利·索罗引用荷马诗歌及将

其应用于美国自然景观上面的习惯、由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和爱德华·格

里格（Edvard Grieg）创作和补充的《皮尔金特组曲》、以及萨尔瓦多·达利

（Salvador Dali）对《维纳斯》的解释和补充说明。 可以肯定的是，格里格的音乐可

以作为对易卜生的作品的一种“插图”，在这一方面则与波提切利、布莱克和多瑞对

但丁作品所做的插图相似，但格里格所做的甚至比后者更多，因此它几乎不能与易卜

生的作品齐头并进。这一点确实比戈尔莱的一些评论（Gorlée 2015：171ff）更能说明

某种抽象的像似性，尤其是存在于格里格音乐里的北欧民间传说，或许格里格在人物

和主题的塑造上没有使用很多易卜生的话。我之所以认为格里格的音乐能够成为易卜

生的作品的标志性音乐，或者两者由某些相同的意义，是因为，当格里格的音乐与易

卜生的作品齐头并进时，与对但丁作品所做的插图不同，音乐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它可以在视觉感知和/或其语言表达中找到对应关系（see Monelle 1992; Agawu 2014）。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只是我在其他文章中称为次要像似性的一个例子，即一旦

你知道了含义，你就可以在这个例子中找到其相似性（see e.g. Sonesson 1998）。易卜

生和格里格的事例似乎也是戈尔莱（Gorlée 2015：174,178,198）在没有讨论它们的情

况下引用涉及同一文本的“适当翻译”的唯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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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戈尔莱提到的像翻译/转导（在上下文中不清楚）的例子，比如“从

英语到中文的情书，从阿拉伯语到荷兰语的合法婚姻合同，从古老的意大利语到现代

英语的歌剧剧本”（Gorlée 2015：20,91）。类似于上一个例子的某事物显然适用于对

易卜生文本并加入格里格音乐进行的英文翻译，事实上，甚至在此之前，原始文本就

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特定的韵律和/或遵守着押韵的限制。如果，除了将相同的想法从

一种语言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之外，你还必须遵循相同的韵律，或者让文本适应另一种

语言的韵律，又或让文本适应歌唱带来的限制（在使用相同或另一种语言时 ），那么

除了翻译之外，还有其他模式可以规范你的任务。因此，可以说除了大部分真实地呈

现易卜生的作品的意义之外，文学翻译还必须遵循来自韵律和押韵的约束性，并且当

文本为格里格的音乐时，它还必须遵守可歌唱性的要求。在我看来，我们这里需要关

注的是那些所谓的“方案”或“脚本”中体现的不同传统，其中更明显的例子可能是

用不同语言写情书或写契约的惯例，并且，正如我上面提到的那样，不同文化中的礼

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分享的同种语言。就目前的上下文而言，说明该点会花费太

多时间，所以我们无法对不同传统中形成的关于这种现象的不同观点进行讨论，但目

前，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有一些观点与阿尔弗雷·舒茨（Alfred Schutz）所谓的“人际关

系理论”有关，其中提到不同的社会拥有不同的组合（see Sonesson, to appear a）。 

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雅柯布森想象中的符号间性。它们是不同的，但又类似于

使用符号资源并使用特定的语言来保持不变的例子，也有内容非常相似的例子，但其

内容的含义都经过了巧妙的设计，以便于产生传统上应用诸如模仿和讽刺等术语的现

象，以及钱拉·热奈特所描述的不同文本的不同变体。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el 

Bakhtin 1984;1986）和钱拉·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1992）试图深入研究该类语篇，

并在之后的事例中对其形式进行分类，两人因此而出名。尽管戈尔莱使用了几次“互

文性”这个术语，但她并没有提及这些作者以及他们的贡献，对此我感到很惊讶。

“互文性”是巴赫金针对这种现象进行讨论的法语术语，朱莉娅·克丽丝蒂娃（Julia 

Kristeva）因介绍该术语而著名。尽管如此，戈尔莱（Gorlée 2015：201ff）给出的最后

一个例子，即萨尔瓦多·达利对《米洛维纳斯》的解释和补充说明，显然属于这种情

况。可以说，为了再次适应巴赫金的语言，由原始创造产生的社会认可目的，即社会

认可目的的更深层次且其前一层次的内容由多种因素所决定，已经被添加了新的内容，

从而产生滑稽模仿和/ 或讽刺性意图，虽然它并不是让正在讨论中的作品与任何语言或

符号资源相联系，而是与另一种特殊的艺术作品相联系，但要求存在符际关系。 

在该文本中，人们可能想在哪里放入尤金·奈达（Eugene Nida 1959; 2003）关于

调整圣经文本的观点，该观点不仅适应于特定群众的语言，还适应于他们所有的世界

知识和预想，甚至将景观转变为群众能认识的事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其他文化

中的人们相信圣经的核心信息。言语传播行为中，所有的翻译都含有需要接收者适应

的某些方面，也含有对在不同部分中原始言语传播行为的发送者的需要适应的方面(see 

Sonesson 2014a, b)。但是，比如当符际行为包含语际行为时，何时不再仅仅是一种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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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显然，在某些时候，说服的目的变得至关重要（see Sonesson,to appear b）。然而,

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有一个源文本可以添加这些传教意图，但奈达肯定不会对

这种需要超越原内容去认知的原始文本感兴趣----这与需要模仿和讽刺存在的认知形成

鲜明对比。 

 

结论 

一方面，丁达·戈尔莱的新书为发现不在普通市场出现的皮尔斯语录提供了丰富

资源，另一方面，该书试图超越雅柯布森提出的准认同，既雅各布森术语中的“严格

定义的翻译、重写、变换”。书中也没有清楚叙述前一部分应该如何为后者做出贡献，

特别是没有超出对皮尔斯著作的引用。本书做出的贡献在于对转导概念的介绍，虽然

其介绍不清楚，但提供了一些在研究符号间性时可以考虑在内的例子，正如本文所举

的那些例子，这些例子包含了一些应用于翻译过程及其结果的更深层模式，且这些例

子接近于巴赫金的概念，克里斯蒂娃将其命名为“互文性”，后来由热奈特以更严肃

的方式进行探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向本书致敬，它扩大了探究符号间性领域的范围，

超越了罗曼·雅柯布森最疯狂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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